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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中“T”与“D”因素对小汽车出行距离的减量影响

邓一凌

（浙江工业大学 设计与建筑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摘 要：国内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 研究大多集中在规划实践领域，对

于 TOD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城市居民小汽车出行距离依然有待明确。基于南京市城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采用

家庭所在地 800 m范围内有无地铁站点定义 TOD中“T”因素，以综合密度、混合度、步行评分作为“D”因

素。在控制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和家庭所在地位置因素的基础上，建立 Tobit模型，研究 TOD对居民小汽车出行

距离的减量影响。通过划分TOD、only-T、only-D、non-TOD等 4类家庭居住地，分析边际效应发现，当“T”

因素从无地铁站点变为有地铁站点时，小汽车出行距离降低 19.6%；“D”因素每增加 0.01，小汽车出行距离平

均下降 0.7%；当“T”与“D”因素综合作用时，小汽车出行距离下降 43.4%。依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从

only-T向TOD、从 non-TOD向 only-D转变的规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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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of the studies on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 in China were focused on planning practice, and to
what extent TOD can reduce the urban residents' car kilometers traveled was unclear. Based on the Nanjing household
travel survey data, the "T" factor of TOD was defined by whether there was a subway station within the distance of 800
m from the household residence; the "D" factor of TOD was defined by residence density, mix, and walk score. After
controlling for socioeconomic and home location factors, a Tobit model was proposed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OD on
reducing the urban residents' car kilometers traveled. By classifying four residence types (i.e., TOD, only-T, only-D,
and non-TOD) and analyzing the marginal effects, we found that the car kilometers traveled decreases by 19.6% when
the "T" factor changes from no subway station to one subway station; and it decreased by 0.7% for every 0.01 increase
in the "D" factor; the car kilometers traveled decreased by 43.4% if the effect of both "T" and "D" were combined.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planning studies should shift from only-T to TOD and from non-TOD
to onl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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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作为大中运量的公共交通方式，

能缓解城市地面交通压力，满足市民不断增长的交

通需求。围绕轨道交通站点开展以公共交通为导向

的开发（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能积

极引导城市空间的扩展，促进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

不仅是交通和土地利用一体化的重要措施，也是城

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策略。

目前国内有关 TOD的研究日益增多，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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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规划实践领域，比如 TOD的框架体系、规划

方法［1］、开发策略及管理策略［2］等。在 TOD的规划

实践中，国内研究通常默认 TOD能降低居民选择

小汽车出行的概率或促使居民选择更近的出行目的

地，最终降低居民的小汽车出行距离，但对其降低程

度并不明确。从国外的研究看，尽管已揭示居住在

轨道交通或常规公交站点周边的家庭其公交使用率

更高，但对其是否会更少地拥有和使用小汽车却研

究较少［3］。EWING等［4］对 200余篇研究建成环境与

出行行为关系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其中只有 6篇文

献在家庭或个人层面上将小汽车出行距离作为因变

量，且将家庭所在地到轨道交通或常规公交站点的

距离作为自变量。国内 TOD的规划实践与最初以

美国为背景提出的 TOD理论有较大差异［5］。个人

出行行为受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文化习俗等的影

响，存在明显的地域特征，因此，不能借鉴国外TOD
相关研究结论尤其是影响程度，用以指导国内的

TOD规划实践。

小汽车出行距离是描述小汽车交通需求的综合

性指标［6］，已被广泛用于评估交通拥堵、尾气排放、

能源消耗等［7］。以小汽车出行距离为因变量，分别

设计 TOD中的“T”因素与“D”因素，在控制个人社

会经济属性和家庭所在地位置因素的基础上，建立

Tobit模型研究“T”因素与“D”因素对小汽车出行距

离的减量影响。

1 数据来源及变量设计

1.1 数据来源

基于南京市城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通过设置

逻辑对数据质量进行检验和清理后，剩余 1 879个家

庭（5 201个居民）共计 14 111条出行记录。数据字

段包括小汽车拥有量、年收入、交通小区、经纬度等

家庭属性，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是否有驾照

和公交卡等个人属性，出行时间、方式、目的、起讫点

等出行属性。

1.2 因变量及控制变量

模型因变量为小汽车出行距离，即个人在被调

查日总计使用小汽车出行的距离。区分出行起讫点

是否在同一交通小区，对出行距离采用不同的计算

方法。区外出行距离为出行起讫点（即交通小区形

心点）间的最短路径长度，用 ArcGIS软件中网络分

析工具计算。假设交通小区为正方形且出行起讫点

在小区内均质分布，则区内出行距离为

dis_intra= A/6， （1）
其中，dis_intra为区内出行距离，A为交通小区的

面积。

研究 TOD对小汽车出行距离的影响需要控制

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和家庭所在地位置因素。前者包

括性别、年龄、收入、家庭责任等，影响个人交通出行

的选择偏好和支付能力；后者为家庭所在地到城市

中心的距离，反映家庭交通区位的优劣。个人社会

经济属性大多是分类变量，处理分类变量有几种方

法：（1）将分类变量转化为分类数减 1个哑元变量；

（2）归并分类变量后，再转化为哑元变量，可以减少

哑元变量数；（3）计算分类变量的区间中值，再转化

为连续变量。本研究中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为控制变

量，因此选择使模型拟合度最优的转化方法。职业

有 9个选项，归并为上学（包括中小学生、大学及研

究生）、上班（包括工人、服务人员、职员及公务员）、

其他（包括私营及个体劳动者、离退休人员、农民、其

他）等 3类，转化为 2个哑元变量。教育程度有 4个
选项，归并为低教育程度（包括初中及以下、高中及

中专）和高教育程度（包括大专及本科、硕士及以上）

等 2类，转化为 1个哑元变量。家庭年收入有 7个选

项，归并为低收入（0~5万元）、中等收入（5万~15
万元）、高收入（15万元以上）等 3类，转化为 2个哑

元变量。性别、是否有驾照、是否有公交卡均包含 2
个选项，分别直接转化为 1个哑元变量。家庭非机

动车数、家庭中小学生数和家庭学龄前儿童数为连

续变量，直接使用。家庭所在地到新街口（南京市

CBD）的距离采用最短路径长度，为连续变量。

1.3 TOD变量

目 前 国 际 上 对 TOD 的 定 义 较 多 。

CALTHORPE［8］首次提出 TOD，并将其定义为土

地混合使用的社区，边界距离位于中心的公交车站

和商业设施约 1/4英里（约 400 m），社区布局和设计

强 调 良 好 的 步 行 环 境 ，能 鼓 励 使 用 公 共 交 通 。

CERVERO［9］定义 TOD为布局紧凑、功能混合的社

区，以公交车站及环绕周围的公共设施和公共空间

为中心向外延伸约 l/4英里（约 400 m），通过合理设

计，鼓励居民减少使用小汽车而更多乘坐公共交

通。美国马里兰州交通局定义 TOD为轨道交通或

大型的常规公交车站周边步行范围内混合布局密度

较高的居住、就业、商业、公共设施等功能，加强步行

和 自 行 车 交 通 的 设 计 ，同 时 允 许 私 人 小 汽 车 交

通［10］。上述各定义虽然表述不同，但核心理念一

致，均认为 TOD是围绕公共交通车站，在步行距离

377



浙 江 大 学 学 报（理学版） 第 49 卷

范围内进行高密度的用地混合开发，并开展面向步

行、自行车和公共空间的设计。

近年来，TOD理论在我国受到追捧，但TOD在

我国的实践已经与最初以美国为背景提出的 TOD
理论有较大差异。在美国，TOD指围绕轨道交通或

常规公交站点建设以中心商业区为核心的土地利用

混合社区，旨在应对城市低密度蔓延问题。在我国，

由于城市人口密度高、公交网络覆盖面广，仅常规公

交无法支撑较高密度的用地开发，TOD通常特指围

绕轨道交通站点的用地开发，因此 TOD范围更大，

通常界定为 800 m。另外，TOD的目的并非解决城

市低密度蔓延问题，而是引导城市有序增长。

基于对国内外 TOD 差异分析，提出与国内

TOD 理论相适应的 TOD 变量。对于 TOD 中的

“T”变量，仅考虑轨道交通站点，将家庭所在地

800 m范围内有无地铁站点描述为哑元变量，有则

取 1，无 则 取 0。 对 于 TOD 中 的“D”变 量 ，

CERVERO等［11］提出的包含密度（density）、多样性

（diversity）、设计（design）的 3D指标是常用的描述

方法。本研究沿用 3D指标，将开放数据作为数据源

进行计算，以保证研究的可复制性和可移植性。多

样性指标用高德地图 POI数据计算，POI数据易于

获取且精度高、种类多、覆盖面广，能够从建筑尺度

描述城市土地利用，已被证明可以很好地反映社区

活力［12］。密度指标用家庭所在地 800 m范围内的住

宅类 POI总量、公司类 POI总量和商业类 POI总量

表征，其中住宅类、公司类为 POI的原始分类，商业

类为生活、购物、餐饮、教育等 4类 POI的原始分类

之和。由于不同分类 POI在总量上存在明显差异，

为便于建模和分析，对 3类 POI总量进行标准化处

理，标准化后每类 POI密度的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1。标准化计算式为

density i=
X-min（Xi）

max（Xi）-min ( Xi )
， （2）

其中，densityi为标准化后的第 i类 POI密度，Xi为第

i类 POI总量。

多样性指标基于标准化后的住宅类、公司类、商

业类 POI密度，其计算式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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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x ( density1，density2，density3 )，
b=min ( density1，density2，density3 )，
c=mean ( density1，density2，density3 )，
d= sum ( density1，density2，density3 )，

（3）

其中，diversity为多样性，density1，density2，density3
分别为标准化后的住宅类、公司类、商业类 POI
密度。

设 计 指 标 用 家 庭 所 在 地 的 步 行 评 分（walk
score）描述。步行评分是目前世界上最流行的步行

评分系统之一，已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

新西兰等国家广泛应用。步行评分的核心是步行可

达性，即步行潜在可接触机会的大小。步行评分计

算基于一个包含设施分类和设施权重的列表，如便

利店、餐馆和酒吧、商店、咖啡厅、银行、公园、学校、

书店、娱乐场所等，在分别考虑这些设施的步行距离

基础上，引入街区长度和交叉口密度，计算步行衰减

效应。步行评分考虑了在 TOD的定义中重点关注

的步行环境因素，计算中采用的步行距离、街区长

度、交叉口密度等均与设计指标密切相关。研究表

明，步行评分可以与居民主观认知的步行性很好吻

合［14］，能够与常规方法测量的步行性互相验证［15］，

在预测步行出行时也非常有效［16］。步行评分数据

可基于家庭所在地的经纬度通过步行评分网站

（https：//www.walkscore.com）提供的API获取。

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上述 5项指标存在较强

的相关性，不利于模型的估计和分析，因此采用主成

分分析法对指标进行聚合。先对多样性和设计 2项
指标标准化，再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一个主成分。

该主成分能解释 5项指标 79%的方差，鉴于效果良

好，直接将其作为 TOD中的“D”变量。5项指标构

成“D”变 量 的 权 重 分 别 为 0.236，0.240，0.242，
0.207，0.194。同样，对“D”变量进行标准化，使“D”

的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1。

2 小汽车出行距离建模

国内城市居民使用小汽车出行的情况与英、美

等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城市

居民使用小汽车出行十分普遍，然而南京市居民出

行调查显示，83.7%的居民在被调查日没有使用小

汽车出行。国外研究通常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小汽

车出行距离进行建模，但由于国内存在大量小汽车

出行距离为 0的情况，违背了线性假设，线性回归模

型不再适用。本研究选择 Tobit模型对小汽车出行

距离进行建模。Tobit模型适用于因变量在正值上

大 致 连 续 分 布 但 包 含 部 分 正 概 率 取 0 的 情 况 。

Tobit模型最早应用于家庭耐用品消费支出研究，由

于特定时间内大多数家庭对汽车等家庭耐用品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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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为 0，因此 TOBIN［17］采用了一种使支出不为负

值的回归模型，即结合 Probit模型与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的Tobit模型：

y *i= α+ β1×SE+ β2×Dis+ β3×T+ β4×D+ ε，

yi=
ì
í
î

y *i， y *i > 0，
0， y *i ≤ 0，

（4）

其中，yi为小汽车出行距离的观测值，y *i 为小汽车出

行距离的潜变量，SE为个人社会经济变量，Dis为家

庭区位变量，T和 D为 TOD变量，ε为误差项，服从

均值为 0、方差为 σ2的正态分布，α，β1，β2，β3，β4为待

估计的参数或参数向量。由于小汽车出行距离的跨

度和偏度非常大，因此对小汽车出行距离加 1后进

行自然对数变换，并将其作为因变量，单位为 m，由

此，因变量满足了Tobit模型的要求。

采用极大似然估计和牛顿莱布尼茨公式估计

Tobit模型的参数，结果如表 1所示。除估计了变量

的系数和反映变量显著程度的 t值和 p值外，还估计

了每个变量的边际效应。由于对因变量进行了自然

对数变换，因此对于边际效应的解释与未进行自然

对数变换的模型有所不同。对于连续变量，边际效

应是指该变量取均值时，上升一个单位所引起的因

变量的变化比例；对于哑元变量，边际效应是指该变

量 从 0 水 平 升 至 1 水 平 所 引 起 的 因 变 量 的 变 化

比例。

对于控制变量，由于需要上班或上学的居民有

刚性通勤需求，其小汽车出行距离相比其他居民分

别高 34.2%和 80.2%。其中上学的影响较显著，反

映了接送学生是小汽车出行的重要诱因。女性相比

男性，小汽车出行距离低 31.4%。教育程度高的居

民 相 比 教 育 程 度 低 的 居 民 ，小 汽 车 出 行 距 离 高

9.9%。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家

庭成员的小汽车出行距离分别高 61.0%和 97.9%。

有驾照的居民相比没有驾照的居民（可以乘坐小汽

车出行），小汽车出行距离高 139.9%。有公交卡的

居 民 相 比 无 公 交 卡 的 居 民 ，小 汽 车 出 行 距 离 低

27.4%。家庭非机动车每增加 1辆，家庭成员小汽

车出行距离减少 23.8%。有更多学龄前儿童或中小

学生的家庭，家庭成员的小汽车出行距离分别增加

20.8%和 25.0%。家庭所在地到新街口的距离影响

不显著。

对于 TOD变量，“T”变量从 0变为 1，反映了家

庭所在地 800 m范围内如果从无地铁站点到有地铁

站点，居民的小汽车出行距离降低 19.6%。如果仅

考虑拥有小汽车的家庭，重新估计模型后发现降幅

高达 41.2%。“D”变量每提高 0.01，居民的小汽车出

行距离相应降低 0.7%。如果仅考虑拥有小汽车的

家庭，降幅可达 1.0%。

“T”和“D”变量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增加小汽

表 1 模型参数估计

Table 1 Estimated coefficients of the model

变量

常数项

控制变量

TOD变量

家庭学龄前儿童数

家庭中小学生数

家庭非机动车数

家庭所在地到新街口的距离

是否有驾照（有，参照标准为无）

是否有公交卡（有，参照标准为无）

家庭年收入（中等，参照标准为低）

家庭年收入（高，参照标准为低）

性别（女，参照标准为男）

受教育程度（高，参照标准为低）

工作类型（上班，参照标准为其他）

工作类型（上学，参照标准为其他）

T
D

系数

-6.392
2.392
1.988

-2.278
—

13.402
-2.631
5.847
9.379

-3.009
0.949
3.279
7.679

-1.881
-6.716

t值

-4.650
3.839
3.972

-10.044
—

18.341
-4.844
7.986
10.446
-6.078
1.754
3.136
6.565

-2.879
-4.838

p值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79 *

0.002 **

0.000 ***

0.004 **

0.000 ***

边际效应

—

0.250
0.208

-0.238
—

1.399
-0.274
0.610
0.979

-0.314
0.099
0.342
0.802

-0.196
-0.701

注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001；**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01；*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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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出行的时间和成本，降低使用步行、自行车、公共交

通等方式出行的时间和成本，从而增加其他交通方式

的吸引力、降低小汽车出行距离。其中“T”变量即地

铁站点会使居民公交出行更方便，从而减少小汽车出

行。“D”变量对于小汽车出行的影响可以从密度因

素、多样性因素、设计因素三方面解释。密度因素通

过将目的地集中在更近的位置减少小汽车出行，从而

使得替代交通方式变得可行。多样性因素一方面围

绕地铁站点将居住与商业、生活服务、公共设施等用

地混合实现就近服务，另一方面围绕地铁站点及沿线

将居住与就业混合实现职住平衡，这些都能减少小汽

车出行。设计因素通过街道网络和步行环境的改善

提升能使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等出行方式更便捷、

安全，从而降低小汽车出行的吸引力。

3 “T”与“D”因素对小汽车出行距离的

减量影响

根据“T”和“D”的取值对家庭所在地进行分类，

同时满足 T=1和 rank（D）>70%（即位于地铁站点

800 m范围内且“D”值排名前 30%）的家庭为 TOD
家庭，仅满足其中一项的为 only-T或 only-D家庭，

两项均不满足的为 non-TOD家庭，4类家庭的空间

分布如图 1所示。不同类别的家庭存在明显差异化

的空间分布特征：TOD家庭主要聚集在南京老城内

地铁沿线，only-D家庭主要聚集在南京老城内非地

铁沿线，only-T家庭主要聚集在南京老城外地铁沿

线，non-TOD家庭主要聚集在南京老城外非地铁

沿线。

从 4类家庭中分别选取 1户作为代表家庭，筛选

原则是该家庭所在地的“D”值应最接近其所属类别

中所有家庭所在地的“D”值的均值。对选出的 4户
代表家庭 800 m半径范围内的建成环境进行可视

化，如图 2所示。其中红心为家庭所在地，粉线为家

庭所在地到地铁站点的直线距离，蓝黑色为市政道

路。可知，TOD和 only-D家庭所在地的道路网密

度和通达性要远高于另 2类家庭。

对家庭小汽车出行距离等进行统计分析，由表 2
可知，TOD家庭的小汽车平均出行距离均显著低于

only-D、only-T及 non-TOD家庭。需要注意的是，表

2中小汽车平均出行距离的差异并不完全取决于“T”

或“D”因素，也可能是由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和家庭所

在地位置不同造成的，即存在居住自选择效应。

在应用本研究提出的模型控制了个人社会经济

属性和家庭所在地位置的差异后，依据边际效应的

32.0  。N

32.1  。N

32.2  。N

118.7  。E 118.8  。E 118.9  。E

non-TOD
only-D
only-T
TOD

图 1 4类家庭的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four types of households
底图来源于南京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网址为 http：//jiangsu.tianditu.gov.cn/

nanjing/index/page/index.html），审图号：宁 S（2020）012号，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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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再将 4类家庭的小汽车平均出行距离进

行对比：以 non-TOD家庭的小汽车平均出行距离

为基准，only-T家庭的小汽车平均出行距离降低了

21.7%，only-D家庭的小汽车平均出行距离降低了

24.5%，TOD家庭的小汽车平均出行距离降低了

43.4%，如图 3（b）所示。尽管小汽车平均出行距离

的降幅低于图 3（a）中不排除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因

素时的降幅，但仍非常明显。尤其是当“T”与“D”因

素综合作用时，小汽车出行距离可降低 43.4%，其中

“D”因素占 55%。这也表明了在 TOD区域内小汽

车出行距离较低的原因并非由轨道交通单因素造

成，更多是由高密度的混合开发和适宜步行的建成

环境造成。仅“D”因素作用下小汽车出行距离的下

降程度与仅“T”因素作用下小汽车出行距离的下降

程度基本相同，分别为 21.7%和 24.5%。由于轨道

交通的修建费用很高，其可覆盖的区域有限，因此，

表 2 4类家庭的小汽车平均出行距离

Table 2 Average car kilometers traveled of the four types of households

家庭类型

TOD
only-T
only-D
non-TOD

小汽车平均出行距离/m
1 318
2 324
1 692
3 347

T值

1
1
0
0

平均D值

0.57
0.26
0.58
0.23

家庭数量（比例/%）

202（10.8）
162（8.6）
368（19.6）
1 147（61.0）

个人数量（比例/%）

556（10.7）
451（8.7）
1 010（19.4）
3 184（61.2）

(a)  TOD (T=1、D=0.578) (b)  only-D (T=0、D=0.581)

(c)  only-T (T=1、D=0.252) (d)  non-TOD (T=0、D=0.226)

图 2 4类家庭的典型居住地建成环境

Fig.2 Residential built environment of four typical househ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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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轨道交通覆盖的区域提升“D”因素，对降低

小汽车出行距离能起与修建轨道交通相同甚至更好

的效果。如果仅考虑有小汽车的家庭，重新估计模

型后，发现 TOD带来的小汽车出行距离的下降效

果更加明显，达 75.2%，如图 3（c）所示。可以预见，

随着拥有小汽车的家庭越来越多，TOD带来的降低

小汽车出行距离的效果将较现有水平下的 43.4%
更高。

4 结论与建议

国内已有的出行行为相关研究大多关注交通方

式的选择，而对小汽车出行距离指标关注较少，减少

城市总体小汽车出行距离是 TOD对城市交通系统

的直接贡献。本研究以家庭所在地 800 m范围内有

无地铁站点为“T”变量，住宅类、公司类、商业类

POI密度、多样性、步行评分等 5个指标为“D”变量

表征 TOD，进而研究了 TOD对小汽车出行距离的

影响。国内已有研究仅通过获取交通小区层面的建

成环境数据进行建模，由于交通小区范围较大，无法

反映其内部的差异性，而由家庭所在地的经纬度得

到的“D”变量能反映更精细的建成环境。本研究得

到的边际效应可以用于国内其他城市初步估计

TOD带来的降低小汽车出行距离和缓解小汽车交

通拥堵的效益，对交通设施的配置和建成环境优化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无论是轨道交通站点覆盖或非轨道交通站点覆

盖地区，提升“D”因素对减少小汽车出行都至关重

要。轨道交通站点覆盖地区应从 only-T向 TOD转

变。2019年年底，我国内地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

里程已达 6 736 km，然而近一半的线路日均客流强

度低于 0.5 万人·km−1，面临严重运营亏损［18］。城市

轨道交通线网布局和建设时序与土地开发不统一，

站点设计与周边建设用地关系不紧密是重要原因。

我国城市轨道 TOD发展指数的研究表明，在我国

城市中几乎找不到符合建筑高度随到站点距离增加

而梯度下降的标准 TOD案例［19］。我国城市已经进

入 TOD发展的关键时期，确保大量轨道交通站点

地区 TOD规划建设的成功已成为当务之急。在中

观层面，加强轨道工程方案优化和控规调整，促进轨

道交通站点与周边建设用地的协调发展，将有助于

由 only-T向 TOD转变，使站点成为多功能的目的

地，以减少出行距离、增强社区活力，特别是实现办

公紧邻轨道交通站点，以鼓励选择轨道交通通勤。

另外，优化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的开发类型和强度还

能起到合理利用轨道交通运输能力、降低高峰时段

轨道交通双向客流不均衡的作用。

非轨道交通站点覆盖地区应从 non-TOD 向

only-D转变。基于生活圈规划的视角，以人的生活

行为为基础，在适于步行的范围内，配备生活所需的

基础服务设施与公共活动空间，优化社区生活、就业

和出行环境。实现上述目标需要整合自上而下和自

下而上的力量，从微观层面加强社区规划编制、实施

和评估，根据社区大小、建设情况和居民实际需求，组

织社区空间、补齐社区短板，满足社区居民就业服务、

医疗养老、康体健身、人文教育、环境美化等多方面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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